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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得越深，越觉来之不易
———专访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冯俊

■ 本报记者 夏斌

对话 知沪言讲

周末

正在进行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学习党
史、新中国史是一项重要内容。

“对党史、新中国史了解得越多、学得越深，就越能感受
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来之不易。”从西方哲学到党史研究，从高校管理到
干部培训，党史专家冯俊一路走来、一路追寻。

家专访独

WEEKEND

冯俊
1958年出生，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

院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院务委员（副部长级）。出版《开启理性之门———笛卡尔哲学研究》《法国近
代哲学史》《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等十余部专著、文集，主编《西方哲学
史》，主持翻译《劳特利奇哲学史》《法国哲学史》《牛津西方哲学简史》等。

和西方学者争论他们的学问，

与国人讨论中国的学术

1977 年，在农村生产队、水库工地和县城工作了 3

年多，却“喜欢看书和写点东西”的冯俊参加了高考，成
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一脚迈入哲学的王国。

硕士研究生阶段，冯俊的导师是哲学史专家陈修斋
和杨祖陶。陈先生鼓励学生，要在专业上敢于同西方一
流学者抗衡，“不是在国人面前大谈希腊、罗马和苏格拉
底，在洋人面前讲《周易》、谈老庄；而是和西方学者争论
他们的学问，与国人讨论中国的学术”。

博士研究生阶段，冯俊又先后成为庞景仁、王玖兴和
苗力田三位名师的弟子。曾主持翻译 10卷本《亚里士多德
全集》的苗先生告诫弟子，哲学是对智慧的无尽追求，很可
能最终没有结果。但在追求的过程中，可以锻炼人的思维
能力，可以让人站在千百年智慧积叠的高峰上观景、瞭望。

解放周末：上世纪 80年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您为何选
择哲学这一看似“冷门”的专业？

冯俊：当时的实际情况跟现在想象的并不一样。那个时
候，文科学科没有这么丰富，法律、应用经济学之类的专业很
少，文史哲反倒是“显学”。我从小就对理论有兴趣，觉得文
学、历史都挺好，但哲学更引人思考、更讲求思辨，钻研下去
更有“挖头”。

我是 1978年初进入大学校园的。伴随“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各种西方哲学思潮竞相涌入，大学里掀
起了“萨特热”“尼采热”等潮流。

当然，追流行和做学问是两回事。哲学不好学，西方哲学
更不好学。西方哲学的很多经典原著，如康德、黑格尔的书，

常人看来像天书一样难懂。没有对哲学强烈的兴趣、没有一
种意志和毅力，是很难读下去的。所以，选择西方哲学，就是
选择了学术之路，选择了吃苦。

比方说，苗力田先生就要求我们掌握三门“活语言”、两
门“死语言”。两门死语言是希腊语、拉丁语，三门活语言是英
语、法语、德语。他说，把这五门语言学好了，把哲学家的原著
读好了，才可以写文章。苗先生的这个要求要达到很难。严格
来说，我们这代人有“先天不足”，小时候就没怎么学外语。我
是上大学之后才开始学外语的，还算有点语言天赋，但离苗
先生的标准差得很远。

解放周末：在象牙塔内亲炙名师、潜心读书，您从这些前
辈身上感受到了什么？

冯俊：在武汉大学，陈修斋先生给我们上第一课时说，学
哲学就要有一辈子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要把做好学问视为
天职。这些理念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尽管做了很多
行政工作，但学问没有丢，也不敢丢。

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我的第一位导师是庞景
仁先生，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
论》都是他翻译的。他 1942年拿到巴黎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
在欧洲任教，1946年回国当教授，是新中国第一批能够招收
博士的导师。庞先生的语言能力特别强，精通英语、德语、法
语，还懂梵文、日文。他对学生非常严格，为的是督促我们打
好基础。要我们看的书，他都亲自到北京图书馆去借，而且会
先看一遍。

庞景仁先生去世后，王玖兴先生和苗力田先生负责指导
我的博士论文。王先生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苗先生
当时是教研室主任。在苗先生身边工作的那些年，可以感受
到他是一位热爱哲学、重视教育、珍爱学生的人。他认为，哲
学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智慧。哲学史研究必须
以材料为根本，要让材料自己说话。苗先生还有个近乎苛刻
的观念：治思想史者，50岁之前只是打基础。在这个阶段，要
“多读、多想、少写”，要耐得住寂寞，下笔要慎重。

脱离时代、脱离人民，

这不是真正的哲学家

1994年，冯俊公派赴英国牛津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

按照规定，他需要找一位联系导师，这位导师既要
研究英国哲学，又要懂法国哲学，还要熟悉中国哲学。翻
阅牛津大学哲学系 100 多名教师的资料后，冯俊找到了
阿兰·蒙特费奥里。

“蒙特费奥里先生具有多元文化视野，又有高度的政
治责任感，还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冯俊回忆，在牛津的
这段访学，除了阿兰·蒙特费奥里，还听过贝尔纳·威廉姆
斯、安东尼·肯尼等一批大家、名家的课，自己经历了哲学
理论的深度洗礼，也见识了哲学家的优秀品质。

解放周末：在牛津大学，您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冯俊：在牛津的一年时间里，差不多听了 20门课。那里
还有个哲学学会，基本每个月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通过参
加这些活动，我开阔了眼界，开始认真思考哲学家应该要有
怎样的品质。

一要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 希腊文 philosophia、 英文
philosophy一词，我们翻译为“哲学”，本意就是“爱智慧、追求
智慧”的意思。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热爱真理、追求真理。爱
智慧就要为了知而求知，不要有功利目的，不要太讲个人得
失，不被其他利益所左右。从古至今，这个精神是不变的，是
优秀哲学家的共同品格。

二要实事求是。尤其是要原原本本地读原著、悟原理，这
是基本功。我后来跟我的博士生说，写论文要搞清楚三个层
次：第一个是研究的对象———或者是某个哲学家，或者是某
一本著作———本身是怎么说的，要搞得很熟、很透。第二个是
别人读了这个哲学家的这些书之后有什么看法。哲学家的思
想面世之后，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家、后世不同流派的哲学家、

研究者，对他的这个观点是怎么看的，也要梳理清楚。第三个

才是你怎么看这个哲学家的观点以及其他人的观点，进而提
出自己的见解和新观点。

三要眼界开阔，具有把世界看透的能力。普通人可能想
些具体的事情就行，但哲学家要想大事，要往全局去想、往远
处去想。哲学家从来都不是狭隘的、封闭的，不是抓住一点不
及其余的。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辩证法。

四要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哲学表面上看没多大用处，但
其实是“无用之大用”，是对未来社会、未来生活的先知。哲学
家跟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不太一样，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也关
注社会、关注人生，但哲学家更抽象思辨，既要把握时代精神
的精华，又要有一种批判性思维。

现在有些哲学研究者喜欢孤芳自赏， 只研究很小的问
题、研究个人的感受，而不关注他人、不关注社会，脱离时代、

脱离人民。这不是真正的哲学家。

解放周末：从世界范围来看，当代哲学正在发生什么样的
变化？

冯俊：我的一个感觉是，20 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在社会
生活中的地位跟以前是很不一样的。

在 18、19世纪，哲学是世界观、方法论，对国家乃至世界
都发挥着一种意识形态的引领、指导作用。到二战后，社会思
想日益多元化，哲学的学科、流派也在不断分化。尤其是经历
了反形而上潮流之后，人们不太喜欢讲宏大叙事，而开始把哲
学具体化、技术化、应用化，往零散、碎片的角度去发展。由此，

哲学变成了一种语言分析、概念分析，变成对传统哲学观念的
解构，变成知识分子的个人体验乃至对社会现象的简单批判。

解放周末：“哲学已死”的说法言过其实，但“哲学无用”

一说似乎颇为流行？

冯俊：对于哲学的功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理解。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他就是为了知而求知，而不是因为
学了哲学后可以去赚钱、当官。如果掺杂了功利目的，把它当
成敲门砖或者一种手段，就不纯粹了。既然没有任何功利目
的，那就无须问哲学有什么用，问了就俗气了。所以，古希腊
哲学家很坦然地把哲学叫作“无用之学”。

不过，到了近代欧洲，比如笛卡儿和培根，他们就讲哲学
是有用的。笛卡尔把哲学描绘成“人类知识之树”：第一哲学，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部分， 是树根；物
理学，也就是现在关于自然界各种基本规律的学问，是树干；

各门具体科学是树枝。果实结在树枝上，最后我们都要到树
枝上去收获智慧之果。我也赞同哲学是有用的，是要采摘果
实的。

不能有“帽子”的是人才，

没“帽子”的就不是人才

1995 年，37 岁的冯俊成为人大哲学系最年轻的正
教授。

几年后，冯俊成为人大副校长。在近 8 年的任期里，

他推动学校与世界上 100 多所大学建立了校际关系，每
月都有世界知名学者来校讲学，平均每星期有一次国际
或多边、双边的学术研讨会，学生们成了国际交流活动
的重要参与者。

“现在的年轻人好学、睿智、机敏，具有良好的专业
功底、娴熟的英语表达。这都让人倍感骄傲。”冯俊感言。

解放周末：从您的观察来看，中西方大学有什么异同？

冯俊：无论是西方传统，还是中国传统，大学肯定都是做
大学问的地方，是教书育人的地方。这是一个根本的功能。

西方的大学经历过了好几个阶段：工业革命之后，像德
国的洪堡大学，除了教书育人之外，还特别强调科学研究，注
重教学、科研的统一；到 19世纪末 20世纪初，像美国的很多
州立大学，还要求学校得有社会服务，要为周围居民上学提供
方便，还要服务于地方的经济建设。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是从西
方引进的，有 100多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大学撤销
合并，重新变成综合性的教育机构，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
等领域都有很大进步，许多大学正朝着“双一流”的目标迈进。

解放周末：在朝“双一流”迈进的过程中，中国高校还有
哪些不足需要克服？

冯俊：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我们的大学也出现了一些

“综合征”。例如在教学科研考评上，出现了越来越西方化的倾
向。很多大学十分看重在西方排行榜上的排名。在人文社科领
域，一些高校关注的也是教师在西方哪个权威杂志上发表了多
少文章。一些高校的历史学专业、中国史专业，竟然也必须要
“洋博士”。

还有一个量化考核的问题。每一篇文章都要看被国际同行
引的次数有多少、国际影响因子是多少。引进人才的时候也是
“量化” 的———从哪个大学毕业、 在国外权威杂志发了几篇文
章，就给你多少年薪；学校名气差一点，刊登文章的杂志层次低
一点，年薪就少一些。事实上，在人文社科领域，特别是研究中
国社会、中国经济问题，你的文章不具有现实意义、理论突破和
正面影响，所谓的“影响因子”再高又有什么意义？

另外，当前高校还有一个倾向，那就是过于重视“某某学
者”“某某人才”等头衔。似乎有“帽子”的才是人才，没有“帽子”

就不是人才。真正安心做学问的人，“板凳一坐十年冷”，很可能
没有什么头衔，能什么待遇、什么津贴都不向他们倾斜吗？

归根结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当然要有国际通行的标准，

但不能将其绝对化，还得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为中国经济、政
治、社会发展服务的角度出发。

理论走入误区，

就容易走错路，容易丧失精气神

2008 年 7 月，冯俊从北京来到上海，担任中国浦东干
部学院常务副院长。

如果说井冈山和延安两所干部学院侧重于重温党的
历史、增强理想信念，那么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除了进行革
命传统、红色基因的教育之外，更强调“向前看、向外看”。

“这是一个讲改革开放的地方。”冯俊意识到，不仅要给
中国干部讲与时俱进的理念、讲不同地区的改革开放经验，

而且要向外国学员讲好中国国情、讲好上海的最新发展。为
此，他先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情词典》《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论纲》《中国故事丛书》《中浦院书系》等。

在沪工作 7 年半，冯俊又回到北京，走进中央党史研
究室。最近，人民出版社出版冯俊的新著《学习新思想》，体
现了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入学
习和理解。

解放周末：从高等教育到干部培训，中间的转换难吗？

冯俊：确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跨越，既跨行业又跨地区。

我做事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组织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另一
个是干一行就要学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要么就不干，要干就
把它干好。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风格和特点。我觉得
搞哲学的人去搞干部教育，还是有一些理论优势的。在大学期
间，马列原著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我恰恰啃得很深、很细。这
对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

解放周末：您理想的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是什么样的？

冯俊：按照中央的办学要求，我们要把学校办出特色，既要
有一般党校、行政学院的共性，又得有中浦院自己的个性和特
点，具有不可替代性。否则，全国党校两三千家，多一家少一家
是不是无所谓了？

中浦院的特色， 一个是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
好改革开放的故事，让全国的领导干部来学上海、学长三角是
怎么搞改革开放的、怎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另一个就是国际化，跟外国人讲好中国故事，实际上就是
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我离开上海之前，学院一共给 130

多个国家、50多个外国政党培训过众多党派领袖、 政府官员。

我们收集了外国学员的“百问”，都逐一进行解答，讲完了还要
跟他们交流。

解放周末：从中浦院调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又有什么
感触？

冯俊：从中浦院到中央党史研究室，我觉得可以用“三个没
有变，两个用得上”来概括———

“三个没有变”是，党校和干部学院姓党，党史也姓党，坚持
党性原则没有变；向党中央看齐没有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没
有变。

“两个用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用来总结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
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浦院是讲改革开放的实
践创新，现在搞党史研究是对改革开放进行理论提升和历史总
结，以往的积累都能用得上。

解放周末：正在进行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是一个重要内容。在您看来，怎样才能做到
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冯俊：守初心、担使命，首先得了解初心和使命是什么。到哪
去了解初心和使命呢？显然，我们需要学习领悟党史、新中国史。

随着经历过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老一辈慢慢离去，90后、

80后甚至 70后的党员干部对党史知道得不多、不细。党史、新
中国史这个学科越来越需要、越来越重要，党史和文献工作者
的责任更加重大，尤为需要把党史、新中国史记录好、编写好、

宣传教育好。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回过头来看，历史性的考试我
们考出了好成绩，为长期执政积累了经验，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出来了。 总结历史经验， 我有几个深切感
受：

第一，70 年来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不断进行理论创
新，不断使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这是我们成功的一大秘诀。

为什么苏联垮下去了？列宁、斯大林有自己的理论，但苏联后面
就没有新的、正确的理论了。理论走入误区，就容易走错路，容
易丧失精气神。

第二，70年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第三，70年来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当然，我们要开放包容，要学习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学习人家
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但最终还是要扎根中国大地、回到独立
自主上来。

总之，党史、新中国史了解得越多、学得越深，就越能感受
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来之不易。


